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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记者郑生竹

　　近日，位于江苏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
院（独立学院），被曝有 22 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
引发舆论关注。
　　 22名病例发现时间为何跨度一年多？校方是
否瞒报导致防治不力？疫情通报如何兼顾个人隐
私和公众知情权利……带着这些舆论关切，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事发学校和属地疾控、卫健等
部门，还原事件发生始末。
　　记者调查发现，这起事件折射出部分高校和
基层疾控部门，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不足。此外，
这起事件还暴露出肺结核防治筛查诊断周期长、
预防性服药依从性低等共性难题。

病例发现时间跨度一年多

　　最近一年多，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陆续有
22 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另有 43 名学生胸部 CT
影像异常——— 10 月 14 日，江苏师范大学对外发
布了一则 300多字的情况说明。
　　但这份说明并未打消外界的质疑。记者梳理
发现，网民关注较多的问题是：病例发现时间为何
跨度一年多？第一起病例又是怎样发现的？
　　“第一起病例由生源地疾控部门上报”，徐州
市贾汪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吴云侠接受采访时称，
去年 9月 6日，他们接到徐州市疾控中心通知，当
地高校科文学院学生何某某，暑假期间在淮安市
第一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
  区疾控中心立即通知了校方，并对何某某所
在的软件学院两个班级 91名密切接触者，组织开
展第一轮筛查，但未筛选出新增病例。
　　在后续三轮大规模筛查中，陆续发现新病例。
最后一轮筛查在今年 9月复学后，发现另有 43名
学生 CT 影像异常。
　　吴云侠说，2019 年年底，学校了开展第二轮
和第三轮筛查，人数分别为 1296 人、3450 人，共
发现 7例新增病例。
　　今年 1月至 8月，虽因新冠肺炎疫情未开学，
但陆续接到生源地报告 11 例病例。9 月 1 日秋季
开学复课后，接到生源地报告 3例病例，校方随即
开展了第四轮筛查。
  此次筛查范围，覆盖当时所有在校学生、教职
工，共计 4868人，未发现新增病例。
　　为减少漏诊率，第四轮筛查后，区疾控中心还
对 160名前期检查中结核菌素试验强阳性及重点
班级的师生开展 CT 筛查，共发现 43 名学生胸部

CT 影像异常，需进一步诊断。
　　随后，这 43 名学生被单独隔离观察。根据疾
控专家建议，除 4 名学生由家长接回家庭所在地
定点医院诊疗外，其余已在徐州市传染病医院住
院，等待进一步诊断。
　　截至记者发稿，确诊的 22人中有 7人已治愈
复学，剩余 15人休学在家治疗，情况良好。
　　 15日傍晚，记者来到科文学院所在的潘安湖
校区，走访了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看到
学生都戴着口罩，上课、就餐等活动未见明显异
常。据科文学院院长费春介绍，目前学校教学秩序
基本正常，没有停课计划。
　　学校虽正常上课，但有不少学生心存担忧。多
名受访学生表示，虽然病毒消杀、科普宣讲比以前
更为频繁，但难免还会担心被感染。

疫情如何通报是个老问题

　　记者调查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以来，有学生
在校内论坛匿名发帖，质疑学校筛查不彻底、检测
不准确、疫情不通报。
　　“周围同学看到这些信息开始恐慌，有的还向
相关部门举报、联系媒体。”一位不愿具名的在校

生称，学校曾要求出现确诊病例的班级保密，在
媒体关注之前，一直没有通报确切病例数。
　　费春表示，学校虽然陆续收到了当地疾控
部门的病例告知书，掌握确切病例数和病患情
况，但按照相关规定，学校无权发布通报。当有
学生质问，为何要接受结核菌素试验筛查和胸
片检查时，只会告知他们学校出现了肺结核
病例。
　　吴云侠介绍，大部分传染病没有要求一定
要向社会公布，甲类或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由
政府部门发布，例如新冠肺炎。其他的如乙肝、
水痘、麻疹、肺结核等传染病，未规定必须要发
布，但要求及时报告登记、开展防控。
　　“疫情如何通报是个老问题”，江苏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陆伟说，基层和疫情发生单位能不
能公布，什么时候公布，什么情况下公布，有时
找不到依据。
　　陆伟介绍，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规定，
目前各省卫健部门每月会按期公布各类传染病
病例数字，其中也包含了肺结核的病例数。
　　疫情通报程序难以拿捏的背后，是个人隐
私、集体恐慌、知情权利等多种影响因素难以兼
顾的现实。

　　“大多数患者都有很强的病耻感，不愿让别
人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
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卢祖洵表示，肺结核等传染
病患者和家属，会担心遭到歧视和社交孤立。
　　“由于肺结核治疗时间长，对在校学生来
说，患病意味着要休学隔离一两个学期，重返校
园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也会面临压力。”卢
祖洵说。
　　陆伟认为，肺结核虽然是可防可治的常
见疾病，但毕竟是传染病，公布病例时会考虑
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会引起心理恐慌，更担心出
现造谣传谣。“如果学校为了疫情防控，将所有
具体病例信息告诉学生，不排除其他同学会产
生心理负担，甚至出现造谣传谣现象，如何把控
确实两难。”他说。
　　作为科文学院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费春
坦言：“作为院长怕引起恐慌，不能随便发布病
例信息，但学生有知情权，我们也很为难。”

校园肺结核发病率有上扬趋势

　　作为全球 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当
前我国结核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每年新报告
肺结核患者约 80 万例，位居甲乙类传染病第
2位。
　　近年来，校园肺结核发病率有上扬趋势。陆
伟表示，与全国情况一样，2015 年至 2019 年，
江苏省结核病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学生
发病率有所上升。
　　此次科文学院发生聚集性肺结核疫情，其
发病率不仅明显高于总人群发病率，还高于同
一人群发病率。对比国家卫健委 2018年公布的
肺结核发病率指标，该校 13 个月发病率为 22/
4868，高出 7 倍有余，若与 2019 年江苏肺结核
登记发病率相比较，则高出 2.8倍。
　　“每年校园肺结核疫情，有超过 80%发生在
高中和大学，除人群密集度高和学习压力大，其
他原因还未确定”。陆伟介绍，虽然医学界还没
有定论，但这部分学生肺结核多发原因可能有
以下三个。
　　首先，可能由学生自身免疫特点所致。目前
结核病发病有 2 个高峰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
为 15岁至 22岁，15、16岁发病率上升，17、18
岁后开始下降，到了 22 岁后趋于稳定；第二个
年龄段为 55岁以后，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其次，可能与暴露机会增加有关。“小学生

和初中生的生活接触面小，主要在学校和家庭”，
陆伟说，而高中生尤其是大学生，接触面更广，暴
露机会增加，“到了大学能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
同学，易发生交叉感染。”
　　再者，可能是疫苗保护失效期所致。新生儿
出生 24 小时内接种卡介疫苗，能有效预防儿童
结核病。最新研究发现，疫苗保护时效可以达到
15 年。这意味着到了 16 岁以后，疫苗失去保护作
用，而 16岁正是上高中的年龄。
　　此次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的高发病率，也
反映出结核病防治筛查诊断周期长、预防性服药
率依从性低等共性难题。
　　徐州市贾汪区卫健委工作人员李荣兰介绍，
结核病隐匿性强，不易发现，现有检测手段有限，
不具备快速诊断技术。例如，检测准确率较高的
痰培养方法需要耗时 4 至 8 周，而常用的筛查方
式结核菌素试验检测为强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
发病，阴性也不能排除不发病。
　　“一些学生及其监护人担忧预防性药物有副
作用，导致预防性服药依从性不高，这也增加了
患病、感染风险”，吴云侠说，若不服用预防性药
物，结核菌素试验检测为强阳性的人群中，大概
10% 的人有发病风险。
　　“不少学生抱着侥幸心理，加之担心有副作
用，往往不服用预防性药物，这也是校园肺结核
防治的一大难点。”吴云侠告诉记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需要定期复查的学生
没及时复查，是此次诊断病例较多的一大原因。
陆伟说，今年 2 月份，当地疾控部门曾通知学校，
3 月份要组织此前筛查检测中，结核菌素试验为
强阳性的学生复查，但学校上半年一直未复课，
一直到秋季开学才得以开展这项工作。
　　这次事件也暴露出聚集性疫情出现后，基层
疾控部门和高校应对能力短板。
　　吴云侠、李荣兰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仍需依照要求开展肺结核疫情防控，加强强阳性
学生预防性服药监测和劝服工作，建立晨检制
度，对因病请假的学生进行病因跟踪。发布疫情
通告时，应尽可能详细清晰准确，减少在校学生
质疑。只有澄清事实真相，才能对冲谣言误导舆
论的负面影响。
　　陆伟表示，需要进一步明确疫情通报的法律
依据和操作办法。建议国家在下次修订传染病防
治法和出台实施办法前，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疫
情通报的时间节点、内容范围进行充分研讨。在
平衡个人隐私、社会恐慌、知情权利的基础上，出
台操作性强的细则和指引。 编辑刘梦妮

病例如何发现？校方是否瞒报？怎样科学防治？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肺结核事件调查

▲ 10 月 15 日，在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学生们在上课。本报记者郑生竹摄

本报记者张旭东、徐冰

　　虽然依稀能听到节奏感很强的广场舞音乐
声，但家住青岛海云庵广场旁的王翠花已经很满
足了，至少窗外的噪音不影响看电视，并且能在晚
上九点半前休息。而在约两个月前，她和邻居们还
在饱受广场舞噪音之苦。
　　持续十多年的海云庵广场舞扰民问题终于化
解，得益于青岛市发起的一场全民“吐槽”。
　　自今年 3 月以来，青岛市开展“我爱青岛·我
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三我”活
动），通过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在半年间已收到
163万条意见建议。
　　政府部门引入“网购式”闭环管理机制，并由
纪委监委协同督办，民生诉求按期办结率达
97%，不仅化解了一批民生“痼疾”，“吐槽”也成为
推动城市发展一股力量。

政府发起全民“吐槽”

　　在青岛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记
者看到 20 多名工作人员头戴耳机，快速敲击键
盘，记录下来电群众诉求。
　　“市民仇云涛家住市南区伏龙路 54 号楼顶，
政府刚给楼顶加了保温层，但下雨时保温层和楼
顶间积水，大雨时渗漏严重，家里已经成‘水帘洞’
了！”99479 号接线员孙承良，快速在系统中记下
来电诉求。
　　孙承良说，由于投诉事件是在市南区，这条诉
求将被转给市南区政府，再由其转交市南区城市管
理局办理，要求五个工作日办结并给来话人答复。
　　记者了解到，一名接线员一小时最多会接到
10 多个投诉电话，包括宅基地纠纷、交通拥堵、停
水停电和政策咨询等。400 多名接线员分为 5 个
班，24小时接听市民来电。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热线督办处处长
门杰介绍，在“三我活动”中，除了来电，群众还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府信箱、媒体舆论监督栏目
等多种渠道反映诉求和意见，日均达 1万多条。所
有渠道反映的诉求，都汇入政务服务热线智能化
平台，系统即时转交相关区市或部门办理。
　　有市民通过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青岛市市北
区同安路一家饭店油烟扰民，当日辖区综合执法
部门现场调查，并对饭店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要求其退到店内炸油条；青岛市李沧区越秀
星汇小区居民反映，电梯故障已有半年之久，物业
一直推脱不予维修，沧口街道办事处督促物业利
用公共收益支付电梯维修所需的 4万元……
　　截至目前，“三我”活动已收到的群众诉求和
意见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一是住建领域 42.4 万
件，物业管理不到位反映最为强烈；二是城市管理
领域 22.3万件，宠物扰民伤民抱怨多；三是市场监
管领域 21.3万件，预付费消费纠纷成新热点；四是
公安领域有 14.8万件，主要反映信号灯故障等。

投诉有了“网购式”体验

　　家住青岛市城阳区的栾先生，日前通过“青岛
12345”微信公众号，反映驾校场地较差，要求退
费被拒，他每天在微信公众号实时关注投诉进展：
7 月 30 日，系统录入工单，转交城阳区政府办理；
8 月 4 日，城阳区交通运输局答复，驾校非城阳区
许可，无监管权限，建议转有监管权限的胶州市办
理；8 月 5 日，工单转交胶州市政府；8 月 7 日，经
胶州市交通运输局协调，费用已退还；8 月 10 日，
投诉人在回访中评价为满意……
　　“每天都能看到投诉处理到什么程度了，非常
方便，心里也有了底。”栾先生说，“投诉就像网购
一般，能看到卖家是否发货，以及快递到哪个城
市、哪个环节了。”
　　青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郝伟介绍，“三我”活
动中，群众投诉实行“一诉一码”，办理过程可追
溯、可查询、可评价。诉求正由哪个部门哪个科室
办理，具体到什么进程都可线上查询。事件办结，
群众给予评价，形成了“受理-办理-反馈-监督”
的闭环机制。
　　在“三我”活动开展首月，《青岛日报》刊登了
200 多条民意诉求，但政府部门认领率不到 20%，

办结率不到 16%。为此，青岛市赋予“三我”活动
一部分行政考核权重，并由纪委监委协同监督，对
活动中暴露出来的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开展
专项整治。。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表示，
“三我”活动不以问责干部为目的，但要通过闭环
机制倒逼干部转变作风，让其真正把“群众满意不
满意”作为工作最高标准。
　　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音协主席王静怡说，
以往 12345 等民生诉求表达渠道都有，但往往是
办事员草草答复了事。“三我”活动中，一个电话真
正解决问题，是一项让老百姓真正“心气顺”的民
心工程。

群众有不满可以大声说

　　在“三我”活动中，青岛市并不就事论事，而是
利用智能化平台和大数据分析，通过解决一个问
题来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
水平。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热线协调处处长
李倩介绍，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智能化平台在升
级改造后，能汇集所有渠道民生诉求，并将每条诉
求按性质和内容分类，其中内容包括城市管理、医

卫、教育等十大领域，各领域又细分不同层级、
900多个指标。
　　“利用这个智能化平台，民生诉求分析实现
了从主观经验判断到科学趋势预判，有利于政
府部门挖掘内在规律，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
解决一类问题，而不是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李倩说。
　　例如，没有人员数量限制的群租房存在治
安、扰民、疫情防控难等隐患，涉及公安、城管、
住建、卫健委等多部门，但不出问题平时谁都不
管。根据群众反映，青岛市指定住建部门牵头出
台规定，要求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6 平
方米，从根本上解决隐患。
　　对“跨部门跨行业”或“新官不理旧账”的民
生领域问题，青岛市按照“谁主办谁牵头”原则，
明确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定期由牵头单位召
开协调调度会，推动问题限期解决。
　　青岛市委编办对“三我”活动中群众反映集
中的网络订餐纠纷、无人机监管、生活垃圾分
类、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新出现的民生热点问
题，近期确定了市级部门职责边界清单事项
150 项，涉及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 61 个部门，
明确部门监管主体责任及协调配合责任，解决
多头分散、推诿扯皮、衔接不畅等问题。青岛市

计划根据“三我”活动意见诉求，每年微调政府
部门职能和边界。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孙法柏认为，
在“三我”活动中，只要群众有不满就可以大声
说，很多城市发展新问题、小康后民生新诉求显
现了出来。政府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和导向，将这
些社会问题和民生痛点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利
于治理城市发展中的“未病”。
　　物业管理是住建领域的投诉热点，青岛市
人大常委会于今年 7 月通过《青岛市物业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运用地方立法手段，为业主
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化解提供法治兜底。
　　《条例》规定，在停车位、停车库使用管理
上，有必要增加业主的知情权；可用电子投票破
解业主大会难题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
难”“换届难”等业主自治失灵问题。

社区有矛盾大家好商量

　　持续十多年的海云庵广场舞扰民问题得到
化解，并不是政府出手强制干预，而是得益于一
次又一次坐下来商量。
　　“以前，城管、公安、环保和街道办都管过，
能好一阵，但过段时间又反弹。”青岛市市北区
兴隆路街道办副主任王云杰说。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为“三我”活动专门开
设的《有话大声说》栏目组联合兴隆路街道邀
请各支广场舞队伍负责人、居民代表，公安、
城管、环保等部门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坐下
来商量。
　　从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到换位思考，半个
多月后，双方达成共识：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可
以跳广场舞，但每个队伍只能用一个音响，而且音
响设备半米内声音不高于 85分贝，各支队伍负责
人还签订了自治公约，选举了自治委员会。
　　“刚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要限制老年人健
身，但有了自治委员会，音乐互相干扰、抢地方
等矛盾都没了。”广场舞爱好者高建民说。
　　郝伟说，对于养狗、广场舞等民生领域热点
问题，政府的行政命令往往是矛盾双方都不满
意。在“三我”活动中，政府将矛盾双方叫在一起
商量，形成的自治解决方案让双方打心底里都
能接受，而且愿意执行。
　　“‘三我’活动正在成为新时代青岛社会治理
的‘新名片’、尊重民意的‘新招牌’、汇集民智的
‘新路子’，为‘爱青岛，让青岛更美好’凝聚更加强
大的合力、动力。”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
永祥说。
　　目前，“三我”活动中来电、来信从抱怨多变
成了建议多，群众真正有了“主人翁”意识，积极
参与城市治理。青岛市明确将“三我”活动平台
作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听取民意的主渠道，
常态化的“三我”活动已成为青岛市域社会治理
中民主协商新平台。  编辑黄海波

让“吐槽”成为城市治理的力量
青岛“三我”民声倾听主题活动的“半年答卷”

▲青岛当地举行吐槽会。  受访者供图


